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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慧教育塑造了新的教育形态、教育结构和教育关系，呈现出独特的空间特征。空间生产理论强调基于空间逻辑分析自然与社会的发展，为我们超越时间的单一向度窠臼，从更广阔和更具生产性的空间向度理解和推进智慧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空间逻辑来看，智慧教育在空间形态上包括为教育活动提供技术性和实体性支撑的物质空间，由信息技术创设并通过符号媒介构建的精神空间，以及为学生创建问题解决、经验再造、智慧生成场景的实践空间；三类空间通过物的生产、关系的生产和人的生产，最终指向智慧型人才的培养和智慧社会的实现。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应当遵循如下路径：按照主体性和差异性原则谋划空间设计，满足不同主体的多元需求，最大限度实现学生的智慧生成；注重空间交往的纵深度和流动性，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和道德上的全面发展，提升其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交往能力；倡导智慧教育空间生产的正义性，确保不同区域学校、师生对于智慧教育的享有权、平等权和自主权；实现主体性和总体性相结合的空间实践，使学生在实践中得到智慧的升华，促进智慧教育与智慧社会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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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智慧教育的理解和实践，秉持某种明确的逻辑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逻辑的本质是一种思维模式，用以指称某种特殊的立场、观点或推论（论证）方法（冯契，2001）。在罗伯特·萨克（Robert Sack）看来，对于所有的思维模式来说，空间都是必不可少的框架（罗伯特·萨克，2010）。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利用空间思维去理解与思考世界，使用空间架构去表达观点，通过空间途径去解决问题（田晓伟，2014），开启了社会批判的空间转向。借助于人工智能、拓展现实等智能技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述的“空间的时代”正在成为现实——世界更像是由各种点相互联系、各种线相互交织的网络，而非随着时间发展的生活（Foucault，1986）。如若再从时间线性流逝的传统维度去审视智慧教育，显然已经不能契洽智慧教育所蕴涵的多样化空间及其关联与交织关系。于是，智慧教育的 “空间转向”应运而生。空间生产理论以空间重释了时间、社会关系及其关联，为我们超越将时间作为探讨智慧教育单一向度的窠臼，着眼于更加广阔和更具生产性的空间向度，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推进智慧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逻辑。
一、智慧教育的空间转向
空间生产理论主张打破运用时间进行叙事的单一形式，强调基于空间逻辑分析自然与社会发展，使用空间架构和空间途径来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催生出“空间转向”。智慧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高端形态，是一种由学校、区域或国家提供的高学习体验、高内容适配性和高教学效率的教育行为（系统），它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学生、教师和家长等提供一系列差异化的支持和按需服务，能全面采集并利用参与者群体的状态数据和教育教学过程数据来促进公平、持续改进绩效并孕育教育的卓越，可被理解为智慧学习环境、新型教学模式和现代教育制度三重境界（黄荣怀，2014）。那么，智慧教育与空间有何关联，因何需要空间转向，又如何实现空间转向呢？
1.智慧教育因何需要空间转向
（1）在空间维度推动教育变革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生产的逐渐恢复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各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这并未让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矛盾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凸显出生产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的空间性瓶颈问题。国家、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日益受到全球性空间异化的影响。“如果未曾生产一个的合适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亨利·列斐伏尔，2003）。这提醒我们，若对时代变迁继续沿用时间作为单一维度进行叙述的话，本应鲜活丰满的社会发展将会被化约为单薄乏味的历史过程复述。于是，学界开始转向空间视野，开启空间思维，进而探究空间生产的奥秘，重新解读空间的意涵以寻求对社会进行新的理解。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智慧教育呈现出独特的空间特征：在空间形态上，智慧教育中的学习空间与传统学习空间是异质的；在空间关系上，智慧教育中的师生交互和模式创新是丰富充盈的；在空间分布上，智慧教育的区域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在空间产出上，智慧教育的人才培养与智慧社会需求应当是契合的。因此，有必要从空间逻辑出发，基于空间维度对智慧教育进行实践布局，充分发挥其在多元空间中的效能，更好地解决因空间差异带来的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进而有效推动教育和社会的系统性变革。
（2）在空间维度理解智慧教育的需要
作为“存在”的两种基本属性，时间的继替性和空间的并存性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和教育活动的原则依据。然而，“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爱德华·W.苏贾，2004，p.10）由于时间的流逝性和一维性更为直观，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时间维度来认识教育活动。无论是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时间是“依先后而定的运动的数目”来看，还是从黑格尔认为的空间即为时间且具有“直接的、无差别的、外在的连续性”来看，教育都被长期当作是在时间维度上均匀的、连续的、流动的一段段“意识”或“滞留”。似乎，教育只剩下时间这种单一的衡量维度。但现在这一切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正如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所言，“在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爱德华·W.苏贾，2004，p.1）。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人看来，空间不再是抽象容器或地理区隔，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存在方式，是一个内含着形式、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概念（Shields，1999）。智慧教育不仅在空间形态上使教育活动从实体空间走向虚拟空间，也在结构层面上改变着原有教学模式和教育制度，具有为社会培育智慧型人才的教育功能，从而以一种特殊空间形式成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所谓的“确定的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955）。智慧教育创设了逼真的虚拟教学空间，催生了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戴维·哈维，2003），使得学生可以进行泛在学习，不再受空间、场所和地点的限制和约束。由于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自如切换和流动，智慧教育使时间成为“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曼纽尔·卡斯特，2000），最终以“空间”解构和重构了“时间”。智慧教育在生产出新空间形式的同时，也生产出智慧型人才。至此，时间已不再是宰制智慧教育的唯一向度；而空间也不再是智慧教育的外在“坐标”与“背景”，反而成为智慧教育的内在“变量”与“动力”。因此，从空间的技术性、社会性和解放性等多重角度审视智慧教育，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智慧教育进而优化智慧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智慧教育何以实现空间转向
对于传统空间观念的理解，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关注空间的物理属性，将空间看作是“场所”“位置”和“距离”，是可测量的物理容器，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是不能移动的容器”（亚里士多德，1982），牛顿认为空间的“自身特征与一切事物无关，处处均匀，永不移动”（牛顿，2006）；另一种观点关注空间的精神属性，将空间当作人之思想的建构和意识的产物，如盖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认为“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盖奥尔格·西美尔，2002），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空间“乃是某种被设置的东西，被解释到一个边界中的东西”（海德格尔，2005）。但是，这两种观点都不约而同地把空间当作中立的、刻板的和静止的纯粹客体，缺失了空间的社会性，导致了空间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二元对立。“我们必须回答那些与社会阶级、空间变迁、阶级斗争、空间革命、空间矛盾、空间冲突、空间政治相关的问题。”（Castells，1977）为解答全球社会发展和教育变革等日益凸显的空间性问题，列斐伏尔等学者在借鉴、吸收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完善了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强调空间具有生产性，突破了对时间和社会关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传统认识，用空间重新理解和阐释了时间和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了“空间—时间—社会”的三元辩证关系。空间生产理论也为智慧教育的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我们认识到智慧教育具有鲜明的空间性，可以通过空间转向和思维范式转换来推进智慧教育的发展和完善。
智慧教育的真谛就是通过利用智能化技术（灵巧技术）构建智能化环境（祝智庭等，2012），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扩展现实等新兴信息技术改变教育的样态（杨现民等，2021）。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来看，这些智能技术的运用重塑着新的教育环境，即新的教育空间形态、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一方面，智慧教育在对传统教育空间进行解析、切换和重组的基础上，创设出虚拟化、智能化的全新教育空间，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了“分身术”，能够以多空间切换的方式进行学习和交流；同时也打破了教育活动中时间对空间的禁锢，突破了教育活动在时间维度上的单向度和不可控，从而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另一方面，新兴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智慧教育能够更加关注学习过程和学生成长的境域性、文化性与价值性，通过对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知识空间与生活空间、学校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联结，促使学生能够基于不同的生活体验、文化情境和价值观念来获得应对未知世界的问题解决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使教育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依据空间生产理论关于“空间—时间—社会”的三元辩证关系，智慧教育孕育出自身的空间逻辑，不仅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以创设智能学习环境，而且能够重塑时空以形成更为灵活的个性化学习模式，更能够通过优化社会关系以促进教育制度变革，进而实现教育的空间转向。
二、智慧教育的空间形态
马克思认为，空间既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b），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他把空间划分为人化自然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和历史活动空间。列斐伏尔在此基础上，将空间分为三种形态：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实践”是物质空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世界的感知，包括那些可以观察和能够传递感觉的事物，以及那些‘可以直接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摸到的和尝到的事物’”；“空间的表征”是精神空间，是通过符号、媒介等概念和意识形态而构想设计出来的抽象空间；“表征的空间”是实践空间，是对上述两个空间的关联与超越，是个体生活于斯、直接经历的空间，也是个体醒悟与个体解放的空间（Lefebvre，1992，pp.14-35）。智慧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存在形式，既是一种实体化空间，容纳着智慧教室、智能设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空间附着物；又是一种精神化空间，是智慧教育理念的投射与反映，是基于一定的教育需要而人为构建的虚实结合的教学环境；同时还是一种生产化空间，目的是培养社会所需的智慧人才，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并非机械地照搬传统课堂教学，而是要在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同时深度推进教育变革。因此，我们可以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实践空间这三种空间形态去理解和分析智慧教育。
1.智慧教育的物质空间
智慧教育的物质空间，是智慧教育作为“物”的形式而存在的空间形态，是智慧教育的技术性和实体性支撑，包括学校、教室、实验室、多媒体设备等可感知的具有物理空间特征的实体，常见的有智慧校园、智慧教室、智慧学习资源库、智慧云课堂和实时录播系统等。以智慧教室为例，通常在其空间中配备了云端笔记、纳米黑板、录播系统和集中控制系统等智能设备，能够支撑个性化教学、交互式教学等各类教学活动。从更为宽广的视野看，为引领智慧化教育区域发展而创建的智慧教育示范区也属于智慧教育的物质空间。
在空间结构和功能方面，智慧教育通过对实体空间的重新设计、改造和布局，体现出有别于传统教育空间的教育理念和功能。同样以智慧教室为例，桌椅黑板在位置、方向和距离等空间属性上的自由组合，消解了传统教育空间中的权力差异和秩序固化，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更有利于形成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智能设备的配备和使用，为学生的知识获取、交互协作和问题解决提供了环境和空间层面的保障。此外，智慧教育示范区与智慧城市的深度融合，能够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推动区域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变革，凸显智慧教育的社会效益和空间价值。
2.智慧教育的精神空间
智慧教育的精神空间，是利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创设、通过符号媒介构建的虚拟教育空间形态，包括“三通两平台”、智慧学习资源、AI智能教师、智能管理系统等“拟像”系统，同时也涉及由教学活动引发的社会性交往、道德伦理和公平正义。列斐伏尔认为，探究空间“不是为了分析空间中的对象，而是空间自身，目的是要揭示嵌在里面的社会关系”（Lefebvre，1992，p.89）。智慧教育的精神空间借助信息技术把教育教学理念、知识结构逻辑、社会价值观念等符号、意识和精神从物质空间中临摹出来，改造并填充到自身之中，实现了对教育物质空间的再造，催生了教育空间的延伸以及教育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分离，也改变了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在智慧教育的精神空间中，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师生的交互关系均有别于传统教育：录播系统和学习资源库可以支持回溯学习和自主学习，大数据平台能够对学习过程进行跟踪分析，给予精准的学习评价与反馈；在线论坛可以汇集来自不同地域空间的观点，学生之间可以实现同步或异步的跨空间交流和互动；甚至可以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为学生提供逼真的三维学习场景，从而深化学生的具身认知（朱珂等，2020）。
正如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言，“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而是被人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所体验的空间”（加斯东·巴什拉，2009）。智慧教育在精神空间中，利用信息技术将物质空间中的师生交互关系进行重构而形成虚拟的社会性空间，并赋予其更为复杂和多样的符号意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性关系，实现了“把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抽离出来，并在无限延伸的全球时空地带中再嵌入”（黄少华，2003）。在智慧教育的精神空间中，要促使知识不再是“惰性知识”和“静置休眠”的符号，而是被知识点之间的联结和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应用与意义所激活，并成为流动性和社会性的知识，就必须依据智慧教育的空间逻辑对其中的社会关系进行重新设计和构建。这就需要通过对情景化问题进行仿真和建模、在不同地域的师生之间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对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合乎道德伦理的考量与评判，更需要浸润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国家意志（胡钦晓，2021），使得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得到不断提升，进而实现教育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多元。
3.智慧教育的实践空间
智慧教育的实践空间，是学生内化知识技能所需的“生活空间”和“日常空间”，是问题解决、经验再造、智慧生成的意义境界。列斐伏尔为解决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二元分立，引入了实践空间这个“他者”。“他者”的本质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实践，智慧教育的实践空间就是为提升教育实效而创设的智能化实践场域。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实际上分别是实践空间的物理形式和意识形式，但实践空间也绝非两者的简单叠加，而是体现出一种亦此亦彼的三元辩证关系，既是对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联结，更是对两者的融合与超越。换言之，智慧教育经由物质空间、精神空间而到达实践空间，是由物质空间的“具身”转至精神空间的“离身”然后达至实践空间的“再具身”的空间转换过程，其目的是在实践空间中实现“转识成智”，消弭智慧教育潜隐的二元虚实空间对立，增进学生的学以致用、智慧生成并最终开启真正的自由生活。
实践空间是智慧教育最终实现“空间生产”功能的关键。哈维认为，“有关空间本质的哲学问题，并不存在一种哲学的回答，答案在于人类实践。”（Harvey，2009）只有通过实践空间中的劳动实践，才能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现实性地存在，才能让学生通过教育活动形成智慧的结晶。智慧教育的实践空间不是单纯的这个空间或者那个空间，而是一种空间的“总体性生产”：既能够在个体层面实现关于知识、能力和道德的个体性生产，也能够在社会层面实现智慧教育以点带面、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性生产。在列斐伏尔看来，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社会生产已经不再是 “空间中物的生产”，而是 “空间自身的生产”，即“空间的生产”（Snowdon et al.，1996）。这意味着，智慧教育只有通过从物质空间中“物的生产”过渡到精神空间中“社会关系的生产”，最终实现实践空间中“空间的生产”，才能真正实现对智慧型人才的培养。
三、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
列斐伏尔曾断言：“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性、某种逻辑、某种系统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亨利·列斐伏尔，2008，pp.23-24）这种形塑未来社会与教育的角色和作用，表征为智慧教育在空间生产中具有丰富的生产内容和产出路径。换言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智慧教育不仅在空间形态方面可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实践空间，而且能够实现空间产出——通过智慧型人才的培养有力推进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与智慧社会的实现。
1.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内容
一是物的生产。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内容首先表现为空间中“物”的生产。“既然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迈克·迪尔，2003）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促使智慧教育在“物”的形态上从传统的课堂教室等物理空间转向云课堂、智慧教室等智能空间。这种空间中“物”的生产，集中表现为智慧教育所使用的各种信息系统与设备、智慧教室的空间布局与实体建设等，为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二是关系的生产。空间不仅可以被社会生产出来，还可以成为生产者，生成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包亚明，2001）。智慧教育作为一种由人所构建的智能教育形态，不仅蕴含了人的主观意志以及权力、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性因素，还包括了这些社会性因素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作用，以及其所生产的更为复杂多样的社会性关系。这些社会性关系既包括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往，也包括师生如何享有和使用智慧教育环境的权力、合乎道德伦理地获取和使用教育数据信息等。智慧教育中“关系”的生产，保障了学生的平等权和自主权，使其学习过程浸润了更为浓郁的道德文化。
三是人的生产。符号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认为“一切生命皆处于空间之中”（苏珊·朗格，2013），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源于人，也必然指向人。马克思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空间的本质诠释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的实践活动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根本动力。智慧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不论是在微观层面所带来的学习模式变革还是在宏观层面所引发的教育制度变革，最终都指向了“人”的生产。从个体角度看，“人”的生产表现为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促进了学生个体在知识、能力和德性等方面的成长，增进了个体的智慧生成；从群体角度看，“人”的生产表现为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使得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与惠及范围得到优化和扩展，实现了更广范围内的智慧人才培养。
2.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路径
（1）秉持主体性和差异性原则谋划空间设计
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应秉持主体性原则。进行空间设计是实现智慧教育空间生产的基础。首先，智慧教育的空间设计要追求人的智慧生长，而不是仅注重物化的、徒有其表的智能环境和硬件设备的供给与配置。智慧教育的空间设计所追求的境界应是人“诗意的栖居”，关注人的自主、自由和发展等主体性需求，而不能因单纯追求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性与智能性而使人成为技术的从属和傀儡。其次，智慧教育的空间设计要注重多元主体的协作，注重吸纳政府、学校、企业、师生等主体的积极参与，使得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能够满足不同主体的多元需求，实现智慧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应秉持差异性原则。智慧教育是借助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所进行的教育“再空间化”过程，由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经济基础等多种因素的融入与叠加，必然导致智慧教育的空间是多元化、不平衡和差异化的。列斐伏尔认为，“由于抽象空间会趋向一种均质性，趋向消除差异性和独特性，一种新的空间不能产生，除非强调它的差异性。”（Lefebvre，1992，p.52）因此，秉持差异性的原则，就是要规避智慧教育空间设计的同质化倾向，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学校、学段和群体间教与学的差异，提倡多元自主的空间设计，优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和效果。在物质空间中，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家庭背景差异、学校的智慧教育基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等实际情况，对电脑、平板等智能终端设备进行差异性选择和配置，对智慧教室和智慧校园进行差异性规划、建设和发展，满足师生、学校对于智慧教育的个性化需求。在精神空间中，应充分考虑到学生个体状况、学校发展实际和地区文化传统的差异，开发适切性、智能化的教学模式与学习模式，促进生生之间、师生之间、人机之间的多元深度交互。在实践空间中，应以推进智慧社会和培养智慧人才为目标，引导学生突破传统教育的“围墙”，利用智能技术去分析、改善所处的现实社会生活，借助过程性、个性化的评价方式，培育学生勇于创新的特质与精神，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多元诉求（胡钦晓，2020），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的智慧生成。
（2）注重空间交往的纵深度和流动性
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应拓宽空间交往的纵深度。空间交往是“与无数其他在场相互关联”的社会性交往（查·戴维斯，2011），这种关联表现为对横向空间维度和纵向社会情境的深化与拓展。首先，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优势，拓展智能化教育空间的广度，增加智慧教育空间的延伸程度和分布范围，在现实与虚拟、学校与社会的多维空间中为学生创设更为丰富的学习场景。其次，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应拓展空间交往的深度，让学生能够充分借助智能技术来强化知识之间的关联，提高对知识的理解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实现智慧环境中的深度学习。此外，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还需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德性，使空间中的人人交往、人机交往合乎道德和伦理，从而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和道德上的全面发展。
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应提升空间交往的流动性。在传统空间观看来，一切知识和资源都只是静置在空间中“惰性的物”，缺少灵性、生机与意义。要改变这种状况进而促使人的智慧生发，智慧教育就必须注重运用信息技术催生、深化和保持空间交往的流动性。首先，应当通过多维空间的流畅转换促进智慧教育空间交往的流动性，实现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课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顺畅切换与流转，使得学生能够在各类空间中灵活而连续地获取知识、分享信息及参与实践。其次，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应当充分考虑不同文化情境中的空间交往。空间交往的流动性意味着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地域和价值情境中灵活地运用知识，是“智慧”的一种表现（刘晓林等，2016）。因此，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交往能力。
（3）倡导智慧教育空间生产的正义性
并非所有的空间都具有生产性，只有正义性的空间才具有真正的生产功能。在马克思看来，正义是主体所追求利益关系的价值理念和标准，也是对现实中利益关系的反映，是“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a）。所谓智慧教育空间生产的正义性，就是要强调智慧教育对于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同时也要特别关注学习主体（尤其是弱势群体）享有智慧教育的平等权利，使空间生产活动充满对社会和个体的终极关怀（王志刚，2012）。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中，还存在某些非正义现象，如因教育资源区域差异而造成智慧教育享有不均衡、为作出准确决策而滥用师生隐私数据信息、过于追求学习效果而忽视学生情感关怀等。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教育权力和理念的运用失当，这也凸显出智慧教育空间生产中制度正义、主体正义以及技术规范和伦理秩序的重要性。
倡导智慧教育空间生产的正义性，首先要保障智慧教育空间生产中的制度正义，我国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政策，为建设推广智慧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今后，还需要坚持从我国教育实际出发，汇集政府、社会、学界和师生等多方智慧，进一步通过宏观政策来优化智慧教育的发展。其次，要倡导智慧教育空间生产的主体正义，保障不同区域学校、师生对于智慧教育的享有权、平等权和自主权，避免出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境况，尤其要确保智慧教育能惠及不发达地区、贫困家庭和少数民族学生。再次，要注重智慧教育的技术规范和伦理秩序，建立规范合理的数据标准和隐私信息保护机制，确保智慧教育空间中数据的储存、获取、共享和应用均合乎安全要求和伦理道德。
（4）实现主体性和总体性相结合的空间实践
实践与生活是智慧型人才培养的催化剂。马克思认为，应当将“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指出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现实的感性活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对智慧教育而言，智慧型人才不能只是生活在虚拟空间中的“赛博人”，而是应当解决现实世界问题与构建美好社会的“智慧人”“自由人”。首先，智慧教育要引导学生“把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而明白其中的意义”（克里希那穆提，2004），通过主体性实践将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知识空间与生活空间联结起来，在问题解决和改造现实的实践中，实现对于知识的理解、问题的解决、经验的积累、道德的升华和智慧的获得，使其“做好准备去获得未来的更深刻更广泛的经验”（杜威，2005）。在更为广泛的主体性意义上，学生的智慧获得和智慧归宿，是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自由的人，是要回归“现实生活”这个鲜活而饱满的世界。其次，智慧教育应当推进主体性空间实践的循环发展。“空间既不是一个起点，也不是一个终点”（亨利·列斐伏尔，2008，p.62），而是“一个经验到另外一个经验不断重新组织的一个持续过程”（ Martion，2002）。这意味着智慧教育的发展和学生智慧的增长不存在“完成时”，而是一个不断进步、螺旋上升、持续推进的过程。通过从物质空间到精神空间再到实践空间的循环，使得学生在每一次实践过程中都能将智慧有所升华，每一代人的智慧都较上一代有所超越，持续推进教育变革和社会发展。
此外，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还应实现总体性的空间实践。首先，应当实现课堂空间、学校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联结，促进智慧教育与智慧社会的深度融合。智慧教育的空间生产不仅要在个体层面通过回归主体性空间实践来生成和增进智慧，更要在社会层面系统推进个体自身与智慧社会的融合。质言之，智慧教育要主动对接社会实践，以满足智慧社会对于智慧型人才的需求和为社会问题解决提供智慧方案为鹄的。个体智慧的生成和智慧教育的发展，都必须遵循在社会层面实现以点带面、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性生产以及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和教育变革的根本生产路径。个体智慧的获得、智慧教育的发展以及新时代对于智慧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是互联互动的。其次，应当以现代教育制度保障智慧教育的总体性发展。智慧型人才的产出，不仅需要构建智能学习空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智慧教学模式，更依赖于建立与之配套的现代教育制度。只有对智慧教育的发展目的、教育模式和质量标准等予以制度化保障，才能形成一种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且能应对各种社会突发状况的未来教育新形态（黄荣怀等，2021）。
四、结语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教育应用，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和人才需求，我们有必要从更为广阔和深远的空间维度对智慧教育进行审思。智慧教育作为一种表征智能技术特征与优势的教育形态，不但构建出智能化的物质空间和数字化的精神空间，更借助具身化的实践空间实现两者的联结、融合与超越，从而使得学生能够在更为智慧和多维的空间中完成对知识、能力和德性的聚合和升华，最终增进个体智慧的生成。面向未来，智慧教育应当进一步拓宽关于学习场景和空间的既有概念，建立起教育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深度连接（UNESCO，2021），推进智能时代教育的深度变革，最终达致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和谐共善的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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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ace Logic of Smart Education
LIU Bingli. HU Qinxiao

Abstract: Smart Education has shaped the new education form, structure and relation, presenting unique space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emphasizes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and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the logic of space, which provides us with a totally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and advance smart education
from a broader and more productive space dimension to transcend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single dimension of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logic, smart education, in terms of spacial form, consists of the material space which provides
technical and substantial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 spiritual space which is crea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ed through symbolic media, and the practical space which creates scenarios for students to solve problems,
re—create experiences and generate wisdom. These three types of space finally point to the cultivation of smart personnel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mart socie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relations and people. The space production of smart
education should follow the following path: planning space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to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different subjects and maximize the realization of students” wisdom gener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pth and mobility of space communication to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bility,
emotion and morality, and enhance their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different cultural situations; advocating justice in space
production of smart education to ensure the enjoyment, the equality and the autonomy of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smart educ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realizing the space practice of combining individuality and wholeness, to enable
students 1o obtain sublimation of wisdom in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mart education and smar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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